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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o Wisdom or Wisdom to Knowledge: Analysis of the “Verification” Provisions. Lu Erqi，Law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e “verification” mode of proof in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is characterized as followed: the is-
sues in dispute are proved by direct evidence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the exclusiveness of proof might bring
about the flexible methods to collect evidences. In “the Regulations about Some Issues of Reviewing and Judging
Evidence in Dealing with Death Penalty Case”, there are many “verification” provisions regarding evidence re-
viewing, admission of evidence and the fact decision. These provisions involve that:(1) the objects of verification
are often such categories of evidences as witness’ testimony , victim’s statement , defendant’s statement and
apologia, which are easy to be overturned in court, as well as indirect evidences; (2) the aims of verification are
mainly to settle down the problems of overturning testimony and confess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stimony by
disqualified witnesses or parties having an interest; (3) the verification conditions are very complicated and the
effects of verification have a trace of system of legally-regulated evidence. There is a suspicion of abuse of deci-
sion power under the vagueness of law. Against the limitation of “verification” provisions, we should combine the
quantity of evidences with quality of evidences with honesty and due process, and combine the evidence presenta-
tion with quarrels of opinions.
【Key Words】 Verification mode, Quantity of evidences, Quality of evidences, Evidence presentation; Quar-
rels of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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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有关“潜规则”的主要研究有，房保国：《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年版；陈瑞华：《程序制裁
性理论》第一章程序性违法的性质与成因，“七、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9~65 页；黄维
智：《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与显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德肖维茨 1982 年就概括了美国
的“刑事司法游戏规则”，在其后的著作中还是多次提及，参见［美］德肖维茨：《致年轻律师的信》，单波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9~80 页；［美］德肖维茨：《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高忠义、侯荷婷译，法律出
版社 2010 年版，第 46 页。 可见，潜规则是一个老生常谈和经久不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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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法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陈瑞华：《侦查案
卷裁判主义——对中国刑事第二审程序的重新考察》，《政法论坛》2007 年第 5 期。
3 郑旭：《论盖然确定性》，载卞建林主编：《诉讼法学研究》（第 16 卷），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年版。
4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
法》，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9~200 页。
5 谢小剑:《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现代法学》2004 年第 6 期。
6 阮堂辉:《“证据锁链” 的困境及其出路破解——论间接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独立定案功能》，《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6 年第 4 期。
7 前引 4，龙宗智书，第 199~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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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引 4，龙宗智书，第 202 页。
9 博卡（Adolf Beck, William Habron & Oscar Slater）调查了 62 名美国人和 3 个英国案例，20 世纪早期被告被不当定罪。
29个(占 45 %)案件中被告犯有谋杀罪，还有 23 个(占 35 %)被告犯有抢劫罪和盗窃罪。 通过以下方式确定被信无罪：1.
发现被谋杀的被害人仍活着；2.真正的凶手被抓‘3.发现“证明”被告无罪的其他新证据。 一共有 13 个案件(占 20 %)被
最终证明无罪。 转引自吉斯力·H·古德琼斯（Gisli H. Gudjonsson）：《审讯与供述心理学手册》，乐国安、李安等译，中国
轻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这与在佘祥林冤案发现时笔者观察中国所概括的冤案发现的两个途径极其相似。
一个不太准确的结论，就是冤案的发现途径并非中外有别。
10 ［美］达马斯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 页。
11 同上，第 76～77 页。
12 陆而启：《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证据科学》2008 年第 1 期。
13 陆而启：《权力与真相：以审判模式的演进为主线》，《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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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英］萨德卡特·卡德里：《审判的历史：从苏格拉底到辛普森》，吴懿婷译，商周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1 页。
15 同上，第 92~93 页。
16 ［日］浜田寿美男：《自白的心理学》，片成男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5~160 页。
17 唯识学的成佛途径就是克服因为不离自我的世间之“识”所带有的有局限的“所知障”和有染污的“烦恼障”在认识上去
假得真和在实践上舍染归净的转识成智：转舍世俗的心识，成就超越的智慧。 实现转识成智必须具有大乘之“本性住
种性”和“习所成种性” 两种种性，方能渐次悟入唯识。魏德东：《论佛教唯识学的转识成智》，《世界宗教研究》1998 年 4
期。
18 《冯契文集》第 1 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6 月第 1 版，第 418~419 页。 转引自魏德
东：《论佛教唯识学的转识成智》，《世界宗教研究》1998 年 4 期。
405· ·












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第 11 条第 5 项），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适用关于证人证言的有关规
定（第 17 条）；（2）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第 18 条第 1 款第 7 项）；（3）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其






















（第 15 条第 2 款）。 （2）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
为定案的根据（第 15 条第 3 款）。 可见，我国的传闻证据排除侧重于保障其真实价值，而非对质和交叉
19 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9 页。
20 赵信会：《英美证据评价制度的定位》，《法律科学》2010 年第 2 期。
21 同上。
22 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责任》，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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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第 22 条第 2 款）。 （4）被
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
庭审中的供述（第 22 条第 3 款前半部）。 （5）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









































































25 谢小剑:《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现代法学》200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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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第 12 条第 3 款）；（3）被告人的
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第 18 条第 1 款第 6 项）；（4）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
























26 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2 年版，第 191 页。
27 前引 4，龙宗智书，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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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争。 如果依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之中就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说法，第一，真理往往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以苏格拉底之死为例）；第二，被压制的错误意见之中也可能含有部分真理而允许
相反意见的冲突激荡；第三，真理越辩越明。28 通过讨论，在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之中，或者以错误换真理





















28 ［英］坎尼编：《最有价值的阅读：西方视野中的经典》，徐进夫、宋碧云、匡晓林译，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2
页。
29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1 页。
30 ［美］威廉·L·德威尔：《美国的陪审团》，王凯译，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 页。
31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之“意思自治的审判程序”，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2 参见王兆鹏：《刑事救济程序的新思维》，元照出版公司 2010 年版，第 7-12 页。
33 笔者萌生以此两种规范作为司法制度的分析工具的想法，最初源于林钰雄：《检察官论》，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35 陈瑞华：《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 ——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法商研究》200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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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李训虎：《证明力规则检讨》，《法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37 ［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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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麦考密克：《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译者序。
39 关于英美法上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的三道门槛，参见易延友：《英美证据法上的专家证言制度及其面临的挑战》，《环球法
律评论》2007 年第 4 期。
40 李建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法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41 ［日］铃木茂嗣：《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特色及解释上的诸问题》，载［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
东等译，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 1997 年版，第 171 页。
42 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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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Science Vol.19 No.4 2011
43 李知远：《例解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353 页、第 355－356 页。
44 纵博、郝爱军：《论自由证明的限度》，《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 年 11 期。
集中）、简易程序（书面审理）与协商程序（书面审查）皆适用自由证明程序，直接原始乃严格证明程序
之核心内涵。43 由此可见，自由证明程序虽然排斥传闻规则且容许非直接审理方式，但并非完全毫无规
矩可言。 关于证明程度，严格证明程度乃谓待证事实（即对被告有罪之认定）之证明力评价，需达毫无
合理怀疑之确信，不论是采行简易、协商、简式还是通常审判程序；而自由证明程度要求对待证事实之
证明力评价达合理怀疑即可。 而不管是何种证明程度都是属于自由心证的范畴，要说其限制，那就是
建立在适当的诉讼程序之上。 我国学者也指出自由证明在证据采纳和证据调查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
如，在证据采纳方面，自由证明要求证据至少要具备相当的关联性；传闻证据的采纳必须保障其来源
可靠；自由证明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较为宽松；在自由证明中并不要求最佳证据，但在证明力层次上
要对非最佳证据进行限制。 在证据调查方面，自由证明过程中必须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并
且裁判者必须遵守心证公开制度，防止其心证过程不遵循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 44 这里还有日本和我
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模式的当事人转向，自由证明需要反映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
异议权以及经过适当的调查程序。
（收稿：2011-06-08；修回：2011-08-15）
（责任编辑：李训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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